
1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

演进研究
*1

杨红娟 司婷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 65009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论文应用系统耦合理论，从协调

性和组合发展两个视角分析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征，对耦合度进行测定。以人口流入、

流出和人口流入流出比构建人口迁移指标，以经济增长的总量、质量和效率三个角度构建经济增长指标，结合熵权

法进行权重系数计算。选取云南 8 个少数民族贫困自治县，对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耦合程度的演进规律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贫困县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经济发展较好的县耦合度也较好，但存在一定

程度的衰退趋势； 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互促发展的最优比例，而各区域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对耦合度

的贡献比例不同，因此各个区域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最优比例协调人口迁移，从

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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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地区的人口不断增长象征着该

地区经济的繁荣，因而人口的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1］

。人口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有着天然

的交互耦合关系，只有当他们达到耦合协调状态时，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健康发展下去。伴随地区间经济、基

础设施的差距越来越大，迁移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由于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促使劳动力与人力资本聚集在特定的区域，从

而不仅对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进行了优化，同时也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产生了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互促之局面。一方面经济

增长有助于人口迁移的不断演进，从而不断提高和优化人口迁移数量、空间分布和劳动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人口迁移重新优

化配置生产要素，不断正向刺激经济的发展。目前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存在着盲目、无序的特点，影响到人口迁移发挥

出最大效益。因此，进一步探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人口迁移角度揭示促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

济增长的动因，形成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互促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Huo ( 2016 ) 、王晓峰( 2014) 、王桂新( 2013 ) 、

张世伟( 2009 ) 、李强( 2003) 等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是受多种驱动因素综合而成，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因素
［2－6］

。二是

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lemens ( 2014 ) 、De Has( 2010) 、Gamlen ( 2010) 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生产要素的空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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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7－9］

。Bove＆Elia (2016) 、Fidrmuc (2004) 、Fingleton(2001) 等分别研究国际

大规模移民、欧盟、中欧人口迁移
［10－12］

，Ager＆Brückner (2013 ) 、Landon －lane＆Ｒobertson (2009 ) 、Vollrath ( 2009 ) 、

Temple＆Wobmann ( 2006) 通过实证研究都发现人口迁移促进迁入地国经济发展
［13－16］

。国内学者孔晓妮( 2015) 、张力( 2015) 、

贾伟( 2012) 、许召元( 2008) 对国内进行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17－20］

。杜小敏(2010)从人口迁出对迁出地影响的角度总结

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21］

。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暂不确定( Gezici，2004)
［22

］，甚至 Klrdar ＆

Saraoglu( 2008) 发现人口迁移对地区增长率的影响是消极的
［23
］，当人口迁移过度，就会制约经济的增长( 李晓阳，2015； 李

晓阳，2014)
［24－25］

。三是经济增长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客观事实促使人口在地区间选择性的迁移
［26－27］

，就

因果关系而言，经济增长为因人口迁移为果，即因为经济增长所以产生人口迁移，而非因为人口迁移使得经济增长( Zhang，2003)
［28］

。上述研究更多是单方面的研究，由于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影响(逯进，2014；吴连霞，2015； 吴连霞，

2016)
［29－31］

，但少有文章从互相之间的影响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循环论证不足，系统化而准确化的分析并不多见。此外，

运用耦合来阐述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耦合度的变化原因和趋势。为此，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做出拓

展分析: 第一，以系统耦合演进方法做出论证，在系统观循环论证视角下得出新的结论。第二，以多个贫困区域的经济情况为

分析主体，加上时间演进进行分析，体现出时、空的变化格局，进而形成展现二者关系的新构架。第三，细致分析耦合度变化

原因，剖析如何使互促模式最大化。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中人口迁移的空间变动特征将以人口迁移率代表，这样

做从我国对迁移人口的定义以及户籍制度看，都具可行性。

二、耦合理论介绍

耦合出自于物理学中的概念，通俗的表达就是一个系统中的不同成分有它们的协调性和发展性。而耦合指的就是协调和发

展的相互综合、相互影响对动态系统( 有失调衰退和协调发展两种状态) 状态的定义。由于耦合是由协调性和发展性两个方面

组成的，所以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对耦合度进行测定。协调性指在动态演进过程中成分之间的切合程度，如果两成分的切合度高，

则表明成分之间的“可融合性”程度高。发展性指组合成分间互促情况，如果组合发展性水平高，则表明两者互促性较好。上

述理论可以用更加明了的公式和图解来说明。设有如下两线性方程表示协调性和组合发展性:

其中 s 为 X、Y 的离差，t 为 X、Y 的组合发展水平。a、b、c、d 为模型参数，由实际情况决定。由两式子经过简单的变

形可得:

首先从式( 3) 中可以得出: 由协调性的定义已知，当 X 和 Y 的离差程度越小则表示协调性的程度就越高。当 X 和 Y 的离

差 s 为 0 时，上式则变为 ，此线是一条经原点的射线，斜率为 。这时该线上的所有点都表示协调程度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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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 s = 0 ，无论 大小，只要它是一个固定数值，都可以表示两个成分协调性最优，如下图 1 中两条直线所示。当 s≠0

时，此时的 X 与 Y 的协调性低于最优协调水平，差值是两条直线之间的距离 L，如图 1 所示。

由式( 4) 可知: 当 X、Y 的组合发展水平 t 不改变时，X、Y 之间可完全相互替代，则 X、Y 的组合发展水平在这条线上的

所有点都一致，且每一条无差异曲线对应唯一的组合发展水平值。如果斜率 发生变化，只要 t 不变，那么此图形的系统

无差异性将不会改变，图形上所有点的综合发展水平依旧不变。如图 1 中 A 点与 B 点虽与原点构成直线的斜率不同，但是截距

相等，因而具有相同的组合发展水平。当直线 L 向外平移到 L1，则 t 变大因而组合发展水平也变大。如果遵循无差异曲线边际

替代率递减(斜率为 )的变化规律，则图形是上图 1 中的凹曲线。边际替代率从上至下递增，组合发展水平越往下或上就越

低且随着曲线变化到右上方第二个曲线的时候，组合发展水平越来越大。如上图 1。

基于以上理论阐述，本文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①由上述文献可知，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流入会对经济有正向促进作用。所

以在此假设人口流入对经济增长为正向指标，人口流出为负向指标； 经济较好的地区对人口流入有较大吸引力，所以经济增长

对人口流入为正向驱动。②由于暂时还没有稳健的、科学的方法指出人口迁移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综合发展水平的系数，

所以本文就可比性和便利性的原则，假设双方的权重系数一致，即 d = 0. 5； c = 0. 5 。

本文将应用系统耦合理论的原理测定和评价少数民族贫困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离差”与“组合发展水平”，以及计

算和评价俩者之间的耦合度。

三、指标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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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标构建

由于人口迁移并非单一指标，由人口流出和人口流入组成，因此以客观性、可描述性、数据可得性为原则，选取了三个二

级指标，即人口流出率、人口流入率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口流出流入比，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结合相关经济增长研究

的文章同时，在考虑到贫困地区数据采集的实际情况、准确性以及各个贫困县都可查的统计指标，最终从总量、质量和效率三

个角度选定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即 GDP、人均 GDP、GDP 增长率。表 1 为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

(二) 数据来源

云南省现有 73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根据地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选择少数民族自治县 8 个: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双江

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漾濞彝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等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收集数据资料。并将研究时序定位 2010 － 2014 年，数据来源于云

南八个贫困县的年鉴以及政府发布公告所得。

四、模型的建立

( 一) 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指数的核算

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人口迁移的子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水平的子指标不管是量纲还

是量级差异都较大，所以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依据本文的假设和相关文献的观点，将人口流入率以及人口流入与人

口流出的比值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指标，而人口流出作为经济增长的逆向指标。经济增长指标皆为正向指标，具体标准化过

程如下:

正指标：

逆指标：

2. 成分权重的确定。为避免计算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各成分权重时过于主观，因而选择熵权法进行计算，具体过程如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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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准化处理之后我们需要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 Pij:

其中，rij即是对应的 j 指标的第 i 个项目的指标值。之后再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ej，算法如下:

其中 ，m = 指标个数。最后可得到熵权 wj:

经过计算后的各成分权重系数见表 1 括号内数值。

3.成分指数的计算。8 个自治县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成分指数是将上述标准化后的数据乘以对应成分权重系数后再求和

后所得，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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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耦合度的计算

在进行实际测算的时候，系统的耦合程度可以用耦合度来进行量化表示，根据前文的介绍耦合度是由人口迁移 X 与经济增

长 Y 两个成分的协调度与组合

发展水平两者来决定的，其实际计算时候公式如下(廖重斌，1999)
［32］

:

其中调节系数 K ( K≥2) 取 2，原因在于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S 表示 X 与 Y 之间的离差程度也就是协调性。c 与

d 按照上文，根据实际情况 X、Y在系统中有相同重要性所以都取 0. 5。最终根据上述的公式(8) 、(9) 、(10) 即可算出耦合

度，具体结果如表 3。

五、实证分析

( 一) 成分指数分析

从表 2 来看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从各个县的 10 年至 14 年的人口迁移指数均值来看，总体在缓慢增长，从 0. 253 增至

0. 301。说明人口迁移强度在贫困县较为稳定，但是有一定的涨幅，即人口流入不断增多，人口流出逐步减少。而经济方面却

从 0. 313 增加到 0. 522，增幅较大。总体来看贫困县的经济变化并不是与人口迁移的变化完全同步。第二，经济水平较好的

县，例如寻甸与禄劝县的人口迁移度较强。同样人口迁移度低的县，例如西盟与孟连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更好的验证了前面

的假设，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有互相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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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具有协同变化关系。人口迁移强度和经济增长程度改变方向相同，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但是人口迁移强度的变化较小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大。另外，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寻甸和禄劝人口迁移度远远高于经济发

展较差的县，例如西盟和孟连。说明了经济发展可能是维持人口迁移强度的一个重要条件。

( 二) 系统耦合分析

从表 3 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耦合度的范围在 0－ 1 之间，为了将它们分类，采用在均匀分布模式下，将它们分为 10 个

类型
［33］

(分布指标见表 4) 。

从表 3 中八个县的总体情况来看，耦合度总体水平不高，在濒临失调的程度。虽然从 2010 年至 2012 年耦合度 0. 405 上

涨至 0. 433，但是 2013 年，2014 年的耦合度却在下降，下降到低于 2010 年的水平。从各个县来看，耦合度差别较大，禄劝、

寻甸和维西总体处于协调状态，而其余五个县都处于失调状态，尤其是西盟、孟连、漾濞三个县处于严重和极度失调状态。总

体来看，耦合度演进主要显示出三个方面的规律。第一，大部分县的耦合度水平随着时间的演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程度最

严重的是孟连，耦合度从 2010 年到 2014 年下降了 61%； 禄劝的耦合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除了 2012 年至 2013 年) 都在不断

的增加，其次西盟虽然也有较小幅度的上升，但是耦合度总量不容乐观。需要注意的是 2012 年至 2013 年，除了双江县其余县

的耦合度都在下降，漾濞下降程度已经达到 11%，其原因是 2012 年各县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较大的衰退。第二，不同县人口迁

移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水平有差异。即经济越好的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发展越协调。第三，随着各个县的经济增长，耦合度

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变小，证明各个县可能具有耦合趋同的趋势。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观察到耦合度与人口迁移指数和经济增长

指数的关系，把各个县三个指标的均值拿出来进行比较分析，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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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得到经济增长指数与耦合度都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指数较高的县耦合度较高，经济增长指数较低的县耦合度

较低。同时，经济增长指数与人口迁移指数也成正相关，即经济较好的县的人口迁移强度也较高，反之亦然。此外，我们还可

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经济发展相对好，而人口迁移强度不足也会导致耦合度明显降低。例如维西的经济发展与禄劝、

寻甸一样都属于发展较好的县，但维西的人口迁移强度却远低于这两个县，从而耦合度也明显较禄劝和寻甸低很多。同样漾濞

县的经济比孟连县略好，人口迁移强度基本和孟连县持平，为什么耦合度却低于孟连。这表明了耦合度的高低并不一定是随着

人口迁移或者经济增长其中一个指标的数值高低来决定。进一步分析漾濞县和孟连县的人口迁移强度，经济增长指数随时间的

演进对耦合度的影响情况，如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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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3、表 2、表 3 所示，孟连县的耦合度在 2010 年至 2013 年平均比漾濞县高 13. 5%，两者的人口迁移强度差距平均

只有 4%，但是孟连县的经济在 13 年之前是低于漾濞县的。这就反应出来一种规律，在人口迁移强度一致且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低反而可能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更好，原因可能是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最优比例。在分析了

漾濞县和孟连县人口迁移、经济增长和耦合度的关系后，分析各个县耦合度随时间的演进情况，图 4 中显示将各县按时间序列

将耦合度进行拟合。由图 4 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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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述大部分曲线表现较平稳的发展态势，并有逐步下降趋势。也有部分曲线表现出先逐步上升之后下降的态势，即

耦合度在 2013 年之前逐步提高，2013 年后有所下降。整体来看，近年来贫困县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呈现互促互进的态势，

但互促共进发展的速度有所下降并有衰减趋势，因而今后二者相互协调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也可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的县耦合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好的县的耦合度高于经济发展较差的县。

第二，今后，各贫困县的耦合状态将按趋势持续下降。出现这种发展态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发展模式———由经济

增长带动的人口迁移互促模式如果不经过人为调整优化将难以持续下去。如果继续走快速城市化、海量低素质劳动力流进贫困

县支持经济增长老路子将面临越来越难的境地。因而，以纯粹人口迁移数量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乏力。

就云南省的实际情况而言，只需要在引进人口流入发展经济政策中慢慢以人才代替人力，不断提高迁移人口的素质，这样不仅

为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经济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而且也不断加强巩固迁移人口与经济增长互促发展的模式。

六、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最优比例

根据图 2、图 3 得到即使经济水平曲线同样都是增加，带来的耦合度变化却是截然不同的。难道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人口

迁移与经济增长的互促模式较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还要好? 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到底是如何影响耦合度?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于贫困县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定发展政策有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试图用经济理论中的经济技术适宜性来加

以解释。( Acemoglu ＆ Zilibotti，2001； Beil ＆Weil，1998 )
［33－34］

。经济技术适应性指的是，资本( 或者资源) 与劳动

力( 或是技术) 的总体比例有一个最优解，这个时候要素与技术的比例将会促使经济最高效发展。如果技术( 或劳动力) 水平

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要素( 资源) 边际生产率的过量，即达不到高技术需要的生产原料，反之亦然。因此，只有当技术水平

与其它要素达到一个最优比例，生产效率才会达到最大值。基于这种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性讨论和耦合度的

最终优劣评价。

首先假设此无差异曲线是凹曲线且边际替代率递减，即组合发展水平服从越往外越低。因为若经济水平越高，增长一单位

经济而带来的人口流入会小于一个单位，因为经济增长比例在减小。同理，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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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越来越大，在后续阶段为了提升一单位经济增长而需要大于一单位的人口流入① ( 粗放式人口增长，人力中人才比例很少) 。

所以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边际替代率我们可以看做是递减的。基于上述假设，用图示法( 图 5、图 6) 来探究人口迁移和经济

增长的最优比例关系，以及耦合度的变化从而建议不同经济程度的县在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中应该制定的方针。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若从 A 点开始，经济增长指数不断上升，A 点将会沿着曲线继续往上移动，此时 LA 将越来越大，组

合发展水平将越来越小，因为协调度在不断的降低。同理从 B 点开始，若经济增长指数越来越大，B 点会继续向曲线上方移动，

LB 会越来越小，组合发展水平将越来越大，即耦合度越来越好。从两者的互促模式中可以观察出，不管是 A 点人口迁移强度低，

经济增长高的发展模式或者反之都不能高效率的达到互促模式，只有两者同时发展并且达到一个平衡比例( 本文中是 1: 1)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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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大化的互促比如 C 点，正如在发展经济增长的时候也需要发展经济注意民生问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经济

增长，两者皆不可偏废，否则总体效益将越来越低。如果 C 点偏离直线足够远，综合发展水平可能会低于 A 或 B 点。

七、结论与建议

近五年跟随国家高速经济增长浪潮，伴随贫困地区户籍制度的宽松以及各县相对经济水平有较大差异的特点，贫困县人口

迁移较其地区相对不稳定，更多的贫困县人口希望外出找寻更好的工作带来更好的经济效应。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分析表明，

各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勉强正向协同发展和濒临失调的边界，整体均值来看，耦合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且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同时，各县二者之间耦合程度呈现较大差异，总体上表现为经济发展与耦合度呈正相关性，即经济越发

达的县的耦合度也越高。当然也存在着经济增长程度较好县的耦合度没有达到应该有的良好协调度，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人口

迁移程度去匹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造成协调发展程度较低。根据上述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最优比例原则，考虑用以

下“两步走”人为引导人口迁移:

1. 第一步，在保证当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通过促进人口迁移来提高两者的耦合度，从而使二者保持更加优化的协同

发展互促模式，即“以迁移促经济、以经济带迁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2. 第二步，就长远眼光考虑，应该尽快探索新型的、符合各县具体情况的、遵循最优比例的人口迁移模式，转变仅仅依靠

人口迁移数量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重视提高高素质人才流入带来的影响并积极引导人才加快流入，以促进和支撑经济的

持续性增长，减弱人口与经济耦合状态的衰退态势。如经济发展较好的寻甸和禄劝则不仅仅要求人口数量的流入，更应该有益

的正确的引导人才的流入来带动较好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程度，而较为贫困的西盟则应该对人口流入放宽，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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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是一个目的，用人口迁移与经济互促是一个优化手段。首先，贫困县应以户籍、农地、

社会保障等优惠政策为先导引导人口迁移，带动人口有序流入并逐步加快城镇化建设，这将有助于贫困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二者间耦合度的提升，进而促进各县城镇化的有序进行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对于寻甸和禄劝等经济相对较好的县

来说，在探索耦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时，不仅要积极引导人口流入而且要关注流入人口质量以及人口和经济二者的最优比例问题，

在贫困县现阶段经济水平下，通过优化二者的比例有效提升二者的互促效率。当前，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找到一个与经济发展相

匹配的且具有合适比例的一个人口迁移模式，以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一点我们应投入更多的努力和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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